
民粹主义浪潮下中东欧国家俄裔的身份分析
———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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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历史恩怨与现实威胁，俄罗斯少数族裔自中东欧转型以来就是一些

国家建立独立民族认同的障碍，乌克兰危机后更是被视为潜在分裂国家的“特洛伊木

马”。 自难民危机以来，俄罗斯通过积极施展“政治捕获”这一隐性的外交手段，在保守主

义繁荣的中东欧邻国弱化了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对俄裔的排斥与攻击。 本文旨在探

讨这一手段在俄裔身份地位提升中的作用。 这一针对他国内部的“政治捕获”包括笼络

右翼民粹政党、培植中左翼主流亲俄政党，以及影响选民偏好等三个策略。 通过拉脱维亚

和爱沙尼亚两个与俄裔民族矛盾较为严重国家的比较分析，上述三个策略得到验证，两国

当前势头最盛的民粹政党对俄裔的排斥均较之前有明显下降。 而所在国选民主要的议题

需求和政党政治系统的差异性是俄罗斯选择运用何种具体策略的决定性因素。 在民粹浪

潮下的中东欧，通过多种政治捕获策略化解俄裔遭受民族排斥的事实性难题，是俄罗斯实

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　 民粹主义　 民粹政党　 中东欧　 俄裔　 俄罗斯

由于战乱迁徙、政治变迁、天灾动荡等原因，流散族裔（ｄｉｓａｐｏｒａ）具有故土难离的特征，对祖籍

国始终保有感情，自认为难以被客居国完全接纳。① 他们在生理和文化上与主体民族存在差异，时
常遭到不公对待与集体歧视。② 俄罗斯少数族裔（下文统称“俄裔”）是流散族裔的重要群体。 俄裔

在乌克兰、爱沙尼亚等中东欧邻国一直受到公民权利、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歧视，例如打压俄裔政党

或团体、限制俄裔的投票权、要求俄裔使用主体民族语言等，这些排斥现象使俄裔生活在紧张的民

族隔阂中。 东欧剧变后，俄裔在邻国备受排挤，曾地位优越的俄裔既反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
又无法回到俄罗斯，成为引发俄罗斯与邻国政治矛盾的主要原因。③ 随着中东欧彻底西方化，象征

旧时“被殖民”历史的俄裔成为本土主体民族的靶子。 民族主义者要求将俄裔赶回老家，消除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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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这一概念，国内对此术语的翻译不尽相同，如散居族群、离散族裔等，这一群体的“来源国”与“所在国”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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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领域的影响，谓之“去殖民化”。① 近年来，克里米亚危机中占主

体的俄裔主导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进程，俄裔被中东欧多国视为俄罗斯干扰客居国政治的

“特洛伊木马”，在邻国受歧视的情况又出现一波新高潮。② 其中，由于政治差异更大、历史积怨更

多、现实矛盾更集中，俄裔在中东欧邻国的生存比中亚等其他地区的邻国更艰难，也更为值得关注。

一、俄裔身份受到中东欧国家排斥的原因分析

布鲁贝克（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根据“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提出涉及流散族裔议题的三

个主体，即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生活的新民族国家、少数族裔文化上归属的祖籍国。③ 从该理论框

架的三个方面看，苏联解体后，广布于俄罗斯邻国之中的俄裔都存在被邻国主体民族排挤与歧视的

条件。 此外，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因素也不容忽视，即保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政治在中东欧地区的

兴起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 研究指出，当少数族裔客居的国家有更高的自由价值属性，少数族裔的

生存空间就越大；而在一个民粹盛行、保守主义占上风的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排斥现象会更多。④

四个因素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少数族裔因素：俄裔的地位出现落差

俄裔人口约两千万至三千万人，多聚居于苏联、中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既包括沙俄时期

因战争、宗教传播等原因外迁的，更多的则是苏联时期为服务于“帝国”而外迁的，多为散居于邻国

的城市工人、技术人员等，是所在国地位较高与收入较多的群体，这使得俄裔本身就有文化上的和

地位上的优越感。 而剧变后地位上的巨大落差使俄裔产生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倾向于通过塑造

强大的俄罗斯民族认同来弥补心理落差，甚至变为拒绝融合于邻国社会体系的“文化旅居者

（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⑤ 因而遭到邻国社会的边缘化，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二）客居国因素：主体民族将俄裔视为异类

俄罗斯的邻国———尤其是中东欧本就是民族熔炉，加之各国剧变后政治权力的不稳定，历史上

民族和领土的完整性屡遭霸权破坏，使各国领土纠纷、民族矛盾特别严重。⑥ 领地意识与对历史遗

产的不甘，使这些相邻国家或民族之间关系不睦。 凯姆里加（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指出，少数民族虽然在

苏东转型后获得了部分权力，但始终被主体民族视为不忠，“领土复兴主义（ ｉｒｒｅｄｅｎｔｉｓｍ）”是地区政

治中的高频词汇。⑦ 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存在民族矛盾、领土争议或曾经受到俄罗斯政治或文化压

迫的国家，俄裔更遭受严重敌视。
（三）祖籍国因素：俄罗斯与邻国关系持续紧张

苏东转型后，俄罗斯与中东欧部分邻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在乌克兰危机后更为恶化。 俄罗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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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贸易和能源手段，及军事与安全手段等对邻国施加干预，引发国家间的猜忌

和对抗。① 特别是俄裔，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被视为干预他国内部政治的特殊手

段。② 并且当俄裔受到不公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诉诸祖籍国俄罗斯施压于邻国，以保障其象征性或

合法性权益。③ 此举更加重了主体民族的不满，从而在国内采取继续打压俄罗斯裔的种种行动。
（四）社会背景因素：保守政治氛围令俄裔等少数族裔受到敌视

当前与俄罗斯紧邻的中东欧是欧洲保守政治最猖獗的地区，２０００ 年中东欧的民粹政党只有

９． ２％的平均投票份额，２０１７ 年就上升到 ３１． ６％ 。④ 煽动民族主义的右翼民粹政党推动本国及本族

利益的最大化，排斥被认为有威胁或劣等的少数民族，引发社会冲突。⑤ 有学者指出，２００７ 年中东

欧的自由进程实际上就已经终结了，新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将整个地区撕裂。⑥ 由

于转型后反共走向极化和民主共识薄弱，中东欧威权思想一直存在，批判多元主义，自由价值本就

不足。⑦ 反共、反俄更是普遍存在的思潮。

二、改善俄裔身份地位的“政治捕获”策略

近年来，一种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少数民族议题也变得越来越引人关注，如跨国压力的效应、
邻国政权的介入、国家政治的变迁等都被纳入研究范畴。⑧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国家与移民、
流散族裔等跨国民族主义问题。 作为推行保卫全球俄裔的“同胞政策（ｃｏｍｐａｔｒｉｏｔ ｐｏｌｉｃｙ）”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试图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以改善族裔的生存状况。⑨

（一）“政治捕获”是什么？
政治捕获（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一词来自公共政策领域，指决策主体或关键政治实体受到隐性政

治手段影响或操纵的行为，特别是利益团体影响决策者从而制定或改变公共政策，包括打通与决策

者的个人关系、利益交换、言辞劝说，甚至贿赂等手段。�IR 影响行为本身就是要使他人同意你的观

点或者做你让他们做的事情。�IS 一般来说，一国对他国的影响行为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影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他国的行动，如军事威慑或干预、“贸易战”、切断能源供给、阻碍人员交流等。
另一种则是隐性手段，如培植亲己方的政党，为一些党派提供财力支持，通过舆论鼓动某些选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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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它们；借助社交媒体笼络民意；通过“信息战”扰乱他国选举等。 这些隐性影响行为就属于政治

捕获形式。 由于政治捕获对实现国家利益具有特殊作用，越来越成为外交中的重要手段。
朱晓中指出，俄罗斯就是采取政治捕获的老手，是其在中东欧邻国扩展影响的重要方式。① 乌

克兰危机以后，通过外交、舆论、社交媒体、宗教、非政府组织、经贸、能源，以及军事力量在内的多种

方式，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在显著提升。② 其中，煽动疑欧主义者和俄罗斯同情者、培植反

建制派，俄罗斯的政治捕获收获颇丰。 研究指出，俄罗斯影响力的扩张至少有三个结果：一是确保

本国政权长久稳定；二是确保在地区的绝对权力；三是维护与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③

捍卫俄裔的利益，本身也是俄罗斯影响力扩张的一个目的。
（二）如何判断“政治捕获”取得了效果？
由于政治黑箱的存在，政治捕获的效果不总是能够明显体现出来的。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贯

热衷于炒作民族矛盾的极端右翼民粹政党都弱化了对俄裔的攻击、减少了对俄裔的歧视，那么更不

用说其他政党或团体。 “排俄”的气氛将随着极右翼势力对涉俄裔议题的弱化而减弱，俄裔也将得

到更大的生存空间。
民族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乐于宣扬的理念，要求给予某个民族在一致性、自治性和认同性上的

优先地位，是“内群”和“外群”间的尖锐划分。④ 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经济、腐败等因素，在解释民

粹保守思潮为何兴盛的问题上，民族矛盾的解释力最强。⑤ 这是由于文化上更显著的内群偏爱与

外群敌意的社会认同机理（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引发的冲突更为剧烈。⑥ 虽然穆德（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将民粹

主义揶揄为“反动的部落主义（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但民间旺盛的民族主义需求和民粹政党的民

族主义政策供给之间始终保持均衡。 在当前弥漫于中东欧的排外情绪下，打文化与族群牌的民族

主义是民粹政党乐于提供的策略形式。⑦

从逻辑上推断，若极端右翼民粹政党弱化了针对俄裔的攻击，至少可以表明两点：一是在需求

侧，民间主体民族排斥俄裔的需求出现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间主体民族受到俄罗斯的政

治捕获；二是在供给侧，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放弃了排俄的民族主义议题，表明其直接或间接

受到了俄罗斯的政治捕获，从而改变其政策或话语。⑧ 无论如何，当右翼民粹政党减少了对俄裔的

排斥，都意味着俄裔在所在国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显示出俄罗斯“政治捕获”取得了积极效果。
故选择中东欧邻国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排俄政策或话语为判断指标，在逻

９７

民粹主义浪潮下中东欧国家俄裔的身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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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断上是合理的。
（三）俄罗斯对邻国“政治捕获”的具体手段

从历史上看，冷战结束后至 ２１ 世纪初，俄罗斯倾向于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作为政

治捕获的对象，特别是高层政治精英，以在北约、欧盟、经济等问题上创造空间。 如施罗德（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贝卢斯科尼（Ｓｉｌｖｉｏ Ｂｅｒｌｕｓｃｏｎｉ）等政治强人都与俄罗斯及普京（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建立了友

好关系。① ２００８ 年格鲁吉亚战争后，面对周边的不利局面，俄罗斯转向对邻国施加隐性影响，在“新
民主成员”内部培植政治势力，至少收获了五类“盟友”，极大拓展了战略空间。 盟友包括政党与市

民团体、学术机构、媒体、极端组织，以及商业利益伙伴。② 学者指出，对于俄罗斯的跨国影响而言，
他国的政府、政党等决策性主体和民间社会性主体的地位是同等的，且普遍重要于其他主体。③ 对

本文而言，这一判断突出了选举的价值。 第一，选举是政府制定政策或政党输出立场的重要形式，
是决定俄裔前途的重要因素，民粹政党、主流政党和公众是中东欧选举中的三个重要的实体。 第

二，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制衡机制，多类政党主体和选民之间存在复杂的结构性互动，复杂的互

动为俄罗斯施加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
因此，就对象而言，俄罗斯政治捕获的决策性对象为右翼民粹政党和竞争性的主流政党，俄罗

斯政治捕获的社会性对象为所在国公众。 结合本文对政治捕获效用的判断标准，俄罗斯直接捕获

路径为影响右翼民粹政党；间接捕获路径为影响民粹政党的主流竞争对手及影响所在国选民。 俄

罗斯采取直接捕获与间接捕获的形式实现其利益。 由于不同对象国的政党结构、选民需求等选举

关键变量存在差异，俄罗斯在政治捕获实践中还会不断调整策略。
第一，直接笼络右翼民粹政党。 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重视国家主权，强调保守的民族认

同，尊重传统宗教道德和社会风俗，主张维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对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极度狂热。 基

于反新自由主义与反欧盟的共同立场，俄罗斯与部分中东欧民粹—民族主义政党已结成紧密的利

益纽带。 首先，在价值层面。 由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多重危机，中东欧的右翼民粹政党对自由

主义持严重批判的立场，“危机话术”使右翼民粹政党获得了广泛支持，这与俄罗斯主推的价值观

有一定相似性。④ 其次，在建制层面。 穆德指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反而会激发疑欧主义与民粹

主义。⑤ 因为欧盟东扩带来了自由的人员流动，“去地方化”现象也越发严重，本地主体民族的认同

受到挑战，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民粹政党在供给上的必然选择。⑥ 这事实上又迎合了俄罗斯反

东扩、反西方化的立场。 ２０１４ 年以来，俄罗斯通过权钱交易为中东欧民粹政党提供财力支持。 斯

洛伐克、塞尔维亚等国的民粹政党都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援。⑦ 甚至西欧的民粹政党也得到了俄罗

斯的支持，如“第一捷克—俄罗斯银行（Ｆｉｒｓｔ Ｃｚｅｃｈ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ａｎｋ）”就为法国“国民阵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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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ｎｔ）”提供巨额竞选资金。① 在中东欧多国由民粹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普京与欧尔班（Ｖｉｋｔｏｒ
Ｏｒｂａｎ）等民粹领导者建立了非凡的个人关系。② 俄罗斯虽被西方制裁，但明确表达反对声音的正

是来自这些中东欧的民粹伙伴，在国际舞台上也充分彰显了俄罗斯政治捕获的积极效果。
第二，培植主流亲俄政党。 在中东欧主流政党中，有两类政党与俄罗斯或执政的“统一俄罗斯

党（Ｕｎｉｔ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保持良好关系。 首先，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③ 如斯洛伐克

的“方向—社会民主党（Ｓｍｅｒ⁃ＳＤ）”、保加利亚的社会党（ＢＳＰ）、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ＰＳＤ）等。
统一俄罗斯党延续左翼传统，与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左翼政党签订党际合作协议，结成伙伴，甚至还

包括意大利左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Ｍ５Ｓ）”。 这说明俄罗斯在欧洲左翼政治中培植了广泛的支

持力量。 其次，由俄裔建立的少数民族政党。 这类政党一般也为左翼型。 如拉脱维亚的“和谐党

（Ｈａｒｍｏｎｙ）”“俄罗斯人联盟（ＬＫＳ）”等。 亲俄派的主流左翼政党或俄裔政党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一
方面说明俄裔在该国的生存状况较好，权利的代表性较为充分；另一方面也为俄罗斯提供政治机

遇，借由左翼政党对客居国政治施加强大的影响。 基于空间投票论（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选民对

选举是有其最佳位置和预期的，他们会衡量不同政党的政策位置，选择与自己最佳位置距离更近的

那个。④ 议题是否重要，是公众个体施加权重的问题，基于对每个竞选党派与每个议题间距离的感

知而来。⑤ 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拥有更大份额，能够表明民众对社会平等、司法公正、经济发展等中

左议题更关切，民族主义议题的显著性较低。 并且由于左翼政党的代表性更强势、充分，右翼民粹

力量受到制衡，便难以煽动更大的排外。 俄罗斯培植亲己的左翼力量，从而压制民族主义声势。
第三，影响中东欧的选民偏好。 中东欧的民众虽有反俄情绪，但随着欧洲多危机降临，“反俄

派”与“反西化派”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２０１６ 年难民危机过后，捷克有 ３０％ 的人主张亲西方，
２６％的人选择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差距并不大。 在斯洛伐克，民众对欧盟的支持度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８％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２％ 。⑥ 首先，现代化失败者理论（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指出，无力应对

全球化浪潮的底层人士成为现代社会的弃子，拥护保守主义。⑦ 一方面，中东欧现代化转型始终是

倾向于西方的知识精英推动的，普通民众很少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转型并没有出现令中东欧民众

感到满意的结果，反而产生了腐败猖獗、司法不公等问题。 加入欧盟后，成员国边界打开，越来越多

的移民加剧了中东欧本土民众的不满，少数族群在工作机会、社会福利和文化认同上对当地人构成

挑战。⑧ 因此，遭遇各种危机的民众自然将不满情绪投射给本国精英和欧盟。 其次，俄罗斯正是通

过社交网络、市民团体、东正教会等形式引导中东欧公众———特别是主体民族公众，在扩大自身影

响力的同时煽动他们对欧盟的更大不满，以发动“信息战”为典型。⑨ 通过宣传恐怖主义威胁、欧盟

１８

民粹主义浪潮下中东欧国家俄裔的身份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Ｉｖｏ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Ｓｅｅｋ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ａｓｈ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ｈ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ｌｅ
－ ｐｅ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ｃｒｉｍｅａ⁃ｐｕｔｉｎ － 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ｆｒｏｎｔ － ｓｅｅｋ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ｃａｓｈ － ｆｏｒ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ｇｈｔ ／

“Ｂｉｇ， Ｂａｄ Ｖｉｓｅｇｒａ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８ ／ ｂｉｇ － ｂａｄ － ｖｉｓｅｇｒａｄ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Ｐｅｚａｒ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ｄｉｎ， Ｎａｔｈａｎ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Ｋｅｉｔｈ Ｃｒａｎ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Ｓｚａｙｎａ，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Ｃｈａｐ． ５．
Ｗｏｕｔ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Ｂｒｕｇ， “Ｉｓｓｕ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４，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ｐｐ． ２０９ － ２３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５，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３， ｐｐ． ４７９ － ５０５．
Ｍｉｌａｎ Šｕｐｌａｔａ， Ｍｉｌａｎ Ｎｉĉ，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Ｇｌｏｂｓｅ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６．
Ｊｅｎｓ Ｒｙｄｇｒ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３３， ｐｐ． ２４１ － ２６２．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Ｗｈｙ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１， ｐｐ． ３５７ － ３８５．
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 （ｅｄ．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Ｍａｒｋ Ｇａｌｅｏｔｔ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ｏｓ： Ｈ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ｓ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ｒ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１７．



和主流建制对难民危机的应对无能等，俄罗斯成功激起了中东欧民众的恐惧与愤怒，将民族主义矛

头转向穆斯林等群体。 俄罗斯还宣称北约将把核武器安置在波罗的海国家、传播北约士兵强奸立

陶宛少女等信息，从而引发所在国民众的恐慌。 这些操作不仅帮俄罗斯建立起了与极端政治伙伴

的关系，如反移民、反北约和反欧盟的匈牙利“尤比克（Ｊｏｂｂｉｋ）”、保加利亚“攻击党（ＡＴＡＫＡ）”，更
是由于这种转移视线机制（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俄裔赢得了宽松的生

存环境。 俄罗斯虽没有赢得邻国公众，但却将矛盾引向了欧盟、北约及其失败政策，制造了不信任

以分化欧洲。

三、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排俄”的历史

在俄罗斯的中东欧邻国中，乌克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散居的俄裔最多，其中尤以爱沙尼亚与拉脱

维亚为首。① 爱沙尼亚人口中的 ２４． ８％为俄裔，拉脱维亚的俄裔占 ２４． ９％ 。 并且两国的历史遭遇、
面向西方的民主化转型进程也大体相似。② 两国主体民族与俄少数族裔之间的界限分明，社会冲

突较为激烈。③ 右翼民粹显著地受到“身份政治”的影响。④ 穆德指出，“波罗的海新独立的国家在

国家和民族建设之初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国界之内巨大数量的讲俄语人口，二是国境外敌对的俄

国。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有自我意识的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本土政党和边缘与怀旧

的俄罗斯裔（ｒｕｓｓｏｐｈｏｎｅ）政党处于对峙状态，从而导致了政治极化”⑤。
波罗的海俄裔问题是苏联解体导致的，由于边界突然变动，俄裔不得不“搁浅（ｂｅａｃｈｅｄ）”。⑥

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与俄罗斯的恩怨颇深。 独立后的“俄罗斯问题”作为苏联遗产的一部分，始终

在两国的转型进程中扮演复杂角色。⑦ 在“俄化（Ｒｕ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历史与“波罗的化（Ｂａｌｔｉ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现实的拉扯下，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均以“族群中心（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ｃ）”来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即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 为保持文化和族群的纯洁性与同一性而排斥俄裔，采取“族群控制式

的政权（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ｍｅ）”⑧。 对主体民族而言，反俄裔是建立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头等大事。
相对地，俄少数族裔的祖籍国认同得到激发，族群间的隔阂与冲突愈演愈烈。⑨ 根据皮尤的数据，
两国均有七成左右的俄裔对俄罗斯有更亲的感情，认为俄罗斯有义务保护他们；仅一成的俄裔对作

为拉脱维亚人或爱沙尼亚人感到骄傲；主体民族中只有四成左右的人认可种族多元，多数人排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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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①。 布鲁贝克指出，这是“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不匹配的必然结果”②政治边界是公民性的

（ｃｉｖｉｃ），涉及领土、主权和个体的权利；文化边界虽为象征性的边界，但却是族群冲突的坚实基础，
是民族（ｅｔｈｎｏ）界定的。③

（一）政治边界上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少数族裔被接纳或被排斥的体现。 第一，独立后由于惧

怕俄裔在边界从事分裂活动，两国本土政党和保守政府都主推歧视性公民政策，特别是基于“血统

原则”给予公民身份。 只有先于苏联时期迁移而来的极少数俄裔才能得到公民身份，大部分俄裔

及子女都无法获得公民权。 两国还制定了严格的归化政策，俄裔重新申请公民身份的难度高。 即

便到乌克兰危机之前，拉脱维亚仍有 １４． ２５％的俄裔为“非公民”，爱沙尼亚为 ６． ５％ 。 “非公民”无
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在爱沙尼亚仅能参与地方选举，在拉脱维亚根本无法参与任何级别的选

举。 第二，即便拥有公民身份，俄裔也普遍感到自己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 一方面，俄裔在两国议

会中代表性不足，无力抵挡本土保守政治；另一方面，“排俄”演变为全民对“历史正义”的追索。
２００７ 年，爱沙尼亚拆除苏军铜像，上万俄裔抗议，并与本土爱沙尼亚人冲突。 爱沙尼亚的右翼极端

势力甚至以法西斯历史为荣，认为纳粹党卫军“保家卫国”“抗击苏联”。④ 这些政治操作普遍反映

了国内排俄的态度。 数据表明，８５％的爱沙尼亚人认为苏军铜像与其民族认同无关；８２％的爱沙尼

亚人认为苏联是侵略者；７１％的爱沙尼亚人认为俄罗斯正在入侵邻国。⑤ 随着民族隔阂的滋生，出
生在拉脱维亚的二代俄裔对拉脱维亚的归属感也出现弱化，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０％ 降低到 ２０１０ 年

的 ３０％ 。⑥

（二）文化边界上的语言和教育

语言是民族文化最核心的呈现形式，也是民族认同最显著的塑造力量。⑦ 语言还是区分本民

族和其他民族的最关键的象征性边界。⑧ 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俄裔突遭文化创伤（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原先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不在，成为所在国社会的次等人；⑨另一方面，随着两国独立后将拉

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在保守政党的推动下，俄语的使用不断严格受限，俄裔

受到严重的文化歧视。�IR

第一，公民权利方面。 两国都采取严格的语言法规，在就业、福利、教育等社会领域设限，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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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主体民族语言的程度给予俄裔公民身份。 相比于可使用两种官方语言的苏联时期，独立后两

国的语言政策可谓大步倒退。 第二，公共生活方面。 两国都试图在公共生活中排除俄裔。 如爱沙

尼亚人中有 ７１％的人反对将政府公文翻译成俄语。① 拉脱维亚 ２０１２ 年公投中有 ７４． ８％的人反对

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 即便俄裔拥有了客居国的公民身份，但俄裔的文化也不被客居国所认

可。 第三，教育方面。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均对俄裔学校采取限制，加大主体民族语言的比重，歧
视俄裔教师。 ２００４ 年拉脱维亚的“排俄”教育改革，有 ７７％的拉脱维亚人支持，７０％的俄裔反对，文
化与教育层面的矛盾严峻。② 拉脱维亚文化部的声明指出：俄裔融合的基础是掌握拉脱维亚语言、
对拉脱维亚国家的归属感、接受民主价值、尊重拉脱维亚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一致的社会记忆。③

对俄裔而言，这些举动是难以接受的文化灭绝。 主体民族的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

身份。

四、民粹浪潮下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排俄”的现状

在研判所在国的排斥俄裔的现状方面，有许多标准可以遵循，本文通过极端右翼政党的话语或

政策来判断。 在西方国家，政党选举是社会观念最外显的表现形式，选举结果及政党的政策输出能

够表露一种在某个时刻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诉求或思潮。 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粹主义的兴起

也与维护民族认同有关，反映了人们渴望建构一种独立的民族身份，从而排斥其他民族。
在拉脱维亚，民粹政党在转型后就迅速出现，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是“民族

联盟（ＮＡ）”，该党是“祖国与自由党 ／民族独立运动（ＴＢ ／ ＬＮＮＫ）”和“一切为了拉脱维亚！ （ＶＬ）”
这两支极右政党的结合，也是该国民族主义政策的主要制造者，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该党就保持在议会

第四的位置，三次参与组阁。 在爱沙尼亚，政党系统的稳定性相对更好，民粹政党并没有像拉脱维

亚那样获得更大的政治机会，直到 ２０１５ 年，获得 ７ 个席位的极右翼“保守人民党（ＥＫＲＥ）”才引发

国内的民粹地震。 该党在 ２０１９ 年拿下 １９ 个席位，位居议会第三。 两党在选举中都获得了突出的

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民意。 但从现实来看，一方面，两党大体上虽都主张严格限制俄

裔；可另一方面，相较于转型后激烈的反俄裔的历史，两党的立场又逐渐体现出两国弱化排俄的

现状。
（一）两党宏观上均稳站“排俄”的民族立场

第一，针对俄裔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大做文章。 ２０１８ 年，在民族联盟的推动下，拉脱维亚又

通过一项旨在限制俄语的法律。 民族联盟成员艾萨尼克斯（Ｊａｎｉｓ Ｉｅｓａｌｎｉｅｋｅｓ）指出：“以色列从来不

怕被称作犹太人国家，所以拉脱维亚也必须是拉脱维亚民族的。”④保守人民党内部使用“寄生人渣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ｕｍ）”一词描述俄裔，在公民权上继续排斥俄裔。⑤ 俄罗斯则多次指责保守人民党侵

犯俄裔人权，称其为新法西斯政党。 第二，敌视俄裔的祖籍国俄罗斯。 考虑到对俄立场，欧洲右翼

民粹政党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顺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中立（ｏｐｅｎ ／ ｎｅｕｔｒａｌ）和敌对（ｈｏｓｔｉｌｅ），绝大部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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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民粹都属于前两类，但波罗的海地区的民粹政党多为第三种。① 民族联盟在欧洲议会多次要求

制裁俄罗斯，保守人民党党首马丁·赫尔墨（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ｌｍｅ）认为俄罗斯利用并操纵欧洲的危机以

服务于其复兴帝国事业，并称俄罗斯是“永远不可能与之为伍的恶魔”②。 第三，两党间存在紧密跨

国联系。 由于针对俄族裔、俄罗斯等方面的敌视政策相似，民族联盟与保守人民党形成了紧密的跨

国纽带。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两党与立陶宛右翼民粹政党“国民与共和联盟（ＬＴＳ）”签署鲍斯卡协议

（Ｂａｕｓｋ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警惕国内的多元文化、全球主义与俄罗斯的野心。 民族联盟的青年组织“全
国青协（ＮＡＪＯ）”与保守人民党的青年组织“蓝色觉醒（Ｂｌｕ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间也有密切的交流。 作为

波罗的海的民粹主义代表性力量，两党迎合主体民族完善民族国家身份的需求，总体上表达反俄

立场。
（二）两党的“排俄”随着欧洲多危机的发展而明显弱化

第一，在拉脱维亚。 相比于前身“祖国与自由党 ／民族独立运动”和“一切为了拉脱维亚！”，当
前民族联盟对俄裔的立场的激进程度有很大减弱。 两支前身政党分别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
都鲜明地反对俄裔与俄罗斯，以强烈的身份认同话术煽动拉脱维亚人，在语言上强调拉脱维亚语的

绝对权威地位，同时主张限制俄裔“非公民”的归化，甚至在多场合使用纳粹标志。 ２０１１ 年两党联

合组建民族联盟，虽然依旧反对俄裔，但其程度有明显的下降。 一方面，民族联盟除了不满于俄裔

与俄罗斯，在多危机时代更将矛头对准欧盟与新自由主义，增加了反精英与反建制的内涵，其反难

民政策、反紧缩政策的言论更多。 ２０１４ 年参与组阁之后，掌握政权的民族联盟不断煽动穆斯林问

题，俄裔得到相对宽松的环境，对拉脱维亚好感也随敌视的减弱和“反伊斯兰”的共同立场而提升。
２０１５ 年有 ４４％的俄裔对拉脱维亚有好感，在难民危机两年后的 ２０１７ 年升至 ５９％ 。③ 另一方面，相
比于“祖国与自由党 ／民族独立运动”曾于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强硬推动限制俄裔公民身份的立法，民
族联盟认可俄裔定居于拉脱维亚的事实，从而仅集中于限制俄语使用。④ 第二，在爱沙尼亚。 乌克

兰危机以后，保守人民党鼓吹“俄罗斯入侵论”“俄裔威胁论”，声称俄罗斯在爱沙尼亚培植了 ５０００
名准军事化的俄裔青年，能够轻易瓦解爱沙尼亚。⑤ 马丁·赫尔墨曾于 ２０１６ 年公开质疑总统候选

人卡尤兰德（Ｍａｒｉｎａ Ｋａｌｊｕｒａｎｄ）的俄裔背景，表示不认为俄罗斯人能成为爱沙尼亚总统。⑥ 然而随

着欧洲多危机深化，２０１６ 年后保守人民党对俄裔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变化。 一方面，难民危机后该

国民族主义情绪高，俄裔也由于惧怕难民而将票投给“反伊”的保守人民党，民族立场温和且对俄

友好的左翼“中间党（ＥＫ）”票数下降。 数据表明，相比于爱沙尼亚人，俄裔对穆斯林难民更为抵

触。⑦ 由于有共同立场及较大规模的俄裔选民，保守人民党也开始宣称该党不能只是爱沙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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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反对俄裔加入，甚至以俄裔党员做样板。① 同时该党还主张与中间党合作，组建联合政府。
这些都表明保守人民党“排俄”的弱化。 另一方面，保守人民党开始对俄罗斯示好。 如撤回对乌克

兰人的免签政策，展现对俄友善；主张效法芬兰，实现对关系的正常化等。② 而俄罗斯也减少了对

保守人民党的抨击，转向对保守人民党在反欧盟、反建制立场上的赞许。

五、俄罗斯对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政治捕获”策略

基于两国的议题需求和政党政治的差异，俄罗斯的政治捕获策略虽然遵循本文理论中指出的

路径手段，但在实践策略上有所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一）俄罗斯对拉脱维亚的政治捕获：全方位的捕获策略

在拉脱维亚，由于公众对社会公平、司法公正、经济发展和反腐败等中左议题更为关切，因此俄

罗斯采取拉拢左翼政党的策略，同时借该国政党选举波动性强的特征，与新兴右翼民粹小党发展关

系，并煽动民众的反建制议题。 拉脱维亚与俄罗斯于 ２００７ 年就解决了边界问题，使拉脱维亚对俄

罗斯和俄裔的民族矛盾化解了许多；同时该国自独立以来面临了比爱沙尼亚更高的转型阻力，无论

是经济质量还是社会发展水平，及金融危机后复苏的能力都逊于爱沙尼亚。 这些都使得中左的社

会经济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左翼政党和新兴的呼吁提高工资、消除贫困、保障就业的政党往往

有更好的表现，例如新保守党（ＪＫＰ）、农民与绿党联盟（ＺＺＳ）、发展党（ＡＰ！）等。
第一，培植有潜力的左翼政党。 拉脱维亚左翼和谐党拥有九成以上俄裔选民的支持，该党连续

三届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和谐党与统一俄罗斯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③俄罗斯通过培植和谐党中

有影响力的政治高层或提供竞选支持来实现利益，如首都里加的市长乌萨科夫斯（Ｎｉｌｓ Ｕšａｋｏｖｓ）就
主张接受俄罗斯投资、扩大俄裔的公民权，并在诸多场合为俄罗斯发声等。 俄罗斯也逐渐将和谐党

从俄裔民族型政党引导为更具号召力的主流左翼党，使其在更广泛的拉脱维亚民众中具有代表性，
为俄裔政治赢得合法性。④ 通过培植左翼政党达到制衡民族主义，从而弱化“排俄”的目的。 与此

相反的例子是，曾在 ２００２ 年选举中获得第二的左翼俄罗斯人联盟党由于始终坚持激进的民族策

略，既丧失了俄裔选民的支持，又失去了俄罗斯的外部培植，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连续四届未获任何

席位。
第二，拉拢右翼民粹政党。 拉脱维亚对俄裔族群的疑虑和歧视始终存在，右翼的民粹政党和本

土政党多次联手，防止和谐党建立政府，但也有右翼政党与俄罗斯关系暧昧。 前克格勃官员、现俄

罗斯天然气公司伊特拉（Ｉｔｅｒａ）总裁萨维基斯（Ｊｕｒｉｓ Ｓａｖｉｃｋｉｓ）就曾在选举中为政党“为了美好的拉

脱维亚（ＡŠ）”提供财力支持，并且与斯雷瑟斯（Ａｉｎāｒｓ Šｌｅｓｅｒｓ）、斯克雷（Ａｎｄｒｉｓ Šēｌｅ）等颇具影响力

的右翼政客建立关系。 俄罗斯还影响在地方层面具有话语权的右翼政客，如文茨皮尔斯

（Ｖｅｎｔｓｐｉｌｓ）市长伦贝格斯（Ａｉｖａｒｓ Ｌｅｍｂｅｒｇｓ）等。⑤ ２０１６ 年成立的右翼民粹政党“国家属于谁？
（ＫＰＶ ＬＶ）”在 ２０１８ 年选举中获得第二，引发了拉脱维亚的政治震荡。 该党虽有反俄话语，但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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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联盟相比并不起眼。 一方面，受俄罗斯隐性干预，该党被称作和谐党的“影子分支（ ｓｈａｄｏｗ
ｂｒａｎｃｈ）”，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曾主张与和谐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在本土主义繁荣的拉脱维亚可谓离经

叛道。① 另一方面，基于民众对本土精英长久的不满，该党在弱化民族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

“疑欧”“反腐”等反建制领域，为俄罗斯拓展地区利益提供机遇。 该党对俄罗斯的立场处在相对开

放的中间位置。 如该党籍的议员戈布泽姆斯（Ａｌｄｉｓ Ｇｏｂｚｅｍｓ）所言，他们可与任何人合作，不存在政

治红线。
第三，通过信息战煽动拉脱维亚民众反对北约与欧盟。 ２００８ 年以前，俄罗斯频繁通过控诉拉

脱维亚反人权、指责拉脱维亚为法西斯政权等方式直接表达对该国逐渐西向的不满，将俄裔作为舆

论宣传的对象。 多危机时代后，俄罗斯的宣传转向广泛的拉脱维亚民众，如散播拉脱维亚国家发展

道路错误和政府能力不足的信息、削弱拉脱维亚媒体和政治环境对假信息的抵御能力、通过网络传

播拉脱维亚统治精英与俄裔之间恶化的冲突、在选举前通过社交媒体扰乱政党竞争等。 特别是对

北约和欧盟的舆论攻击获得了越来越多拉脱维亚人的认同。 一方面，俄罗斯夸大了北约为拉脱维

亚带来的潜在威胁，如发布北约可能将核武器转移至拉脱维亚的新闻等，引发民众恐慌；另一方面，
指责欧盟应为中东欧经济停滞负责、指责欧盟是美国的政治傀儡、批判欧盟移民政策的错误等，特
别是穆斯林难民问题等。 俄罗斯的信息宣传使拉脱维亚人和俄裔找到共同点，将对俄裔的不满转

移给了治理能力不佳的本国精英、欧盟和北约等主流建制。
（二）俄罗斯对爱沙尼亚的政治捕获：间接的捕获策略

爱沙尼亚稳定的选举政治为俄罗斯提供的机会不多，俄罗斯直接培植或拉拢政党的难度较高。
同时爱沙尼亚人对俄罗斯舆论的抵御力强，数据调查表明，有 ８１％ 的本土爱沙尼亚人愿意相信本

国媒体的新闻报道。② 因此俄罗斯主要借由难民危机的背景，通过俄裔选民间接与右翼民粹政党

建立关系，从而制衡右翼民粹政党对俄裔的攻击。 爱沙尼亚的身份政治议题一直较为显著，右翼政

党在选举中长期占有优势，右翼“改革党（ＥＲ）”连续四届位居议会首位，保守人民党的兴起更是体

现了强势的民族主义浪潮。 并且爱沙尼亚的选举体系一直较为稳定，选举门槛也较高，选民对主流

左右两党的政治忠诚与对民主制度的认可度高，无论是新的右翼民粹政党还是小的俄裔民族政党

都难成气候。③

第一，从政党层面看。 俄罗斯既无法直接笼络右翼民粹政党，也没有必要投资俄裔政党，如
“爱沙尼亚俄裔党（ＶＥＥ）”和“俄裔社民党（ＶＳＰＥ）”等最终都难以为继，并入其他政党。 俄罗斯直

接扶持左翼政党的策略在爱沙尼亚也最终宣告失败。 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的中间党起初并没有将俄裔

放在重要位置，随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商界与政界人士的影响，中间党于 ２１ 世纪前后转向支持

俄裔，并主张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俄罗斯也鼓励俄裔选民支持中间党，使该党选举份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２． ２％提升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５． ４％ 。 ２００４ 年，中间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合作关系，俄罗

斯的影响不断加深，其中重要的一环是通过前总理、中间党前党主席萨维萨尔（Ｅｄｇａｒ Ｓａｖｉｓａａｒ）实现

的。 萨维萨尔从俄罗斯得到大量竞选资金，作为回报，萨维萨尔在塔林等地为俄裔修建东正教堂、
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建设提供支持、公开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并反对迁移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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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间党赢得了广泛的俄裔选民。 俄罗斯通过培植左翼力量，使其在爱沙尼亚政治中的影响力迅

速提升。 ２０１４ 年后，乌克兰危机在爱沙尼亚民众间的恐惧效应使中间党逐渐疏远俄罗斯；２０１５ 年，
萨维萨尔受到贪腐指控，中间党也被指收受巨额来路不明的资金。 为消除不良影响，中间党迅速选

出新的党主席，采取更加倾向于西方的立场，不再过分强调其俄裔选民基础。 此后，中间党采取一

系列令俄裔感到背叛的政治操作，如与民族保守主义政党“祖国党（ Ｉｓａｍａａ）”合作，中间党从而丧

失了俄裔选民的青睐。 ２０１９ 年的民调显示，中间党在俄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从最高的 ８０％ 降到

３８％ ，最大票仓塔林仅有 １６％的市民支持中间党，原先为 ３５％ （塔林俄裔人口占 ３４％ ）。① 在政党

制度稳定性强与选民忠诚度更高的爱沙尼亚，路线错误、丑闻或“背叛”将会使政党付出更大的代

价，甚至难以翻身。 爱沙尼亚左翼政党的失败使俄罗斯的政治捕获受到打击。
第二，从公众层面看。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后，爱沙尼亚对移民问题的关切迅速攀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担忧移民的比例从前一年的 ５％升至 ４５％ ，目前仍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欧盟最大的威胁是外来

移民。 一方面，借助欧洲难民危机，保守人民党组织参与了多场反伊斯兰抗议，批判欧盟的开放边

界和欢迎难民的政策，成为反建制策略的关键。② ２０１６ 年布鲁塞尔袭击后，保守人民党的民意支持

度从 １３％升至 １９％ ，越来越多人接受其极端主张。 另一方面，反穆斯林移民是俄罗斯对俄裔的主

要舆论方向，通过媒体、教会、市民团体等塑造俄裔的立场，制造他国内部政治紧张。 自中间党逐渐

失势后，俄裔选民就成为保守人民党希望拉拢的对象，最终在反难民政策与反欧盟建制的基础上，
保守人民党和俄裔选民形成联盟，这一结合虽然令人诧异，但却是由双方的现实需要促成的。 保守

人民党停止了攻击俄裔，如曾强烈要求关闭俄裔学校，如今只说进行语言改革，但是改革也没有时

间表，甚至在 ２０２１ 年地方选举之前保守人民党都没有触及俄裔问题，以寻求俄裔在选举中的支持。
马丁·赫尔墨的父亲，前党主席、前驻俄大使与曾任内政部部长的马特·赫尔墨（Ｍａｒｔ Ｈｅｌｍｅ）也逐

渐放弃了俄罗斯恐惧症，直言波罗的海的和平与安全要依靠真诚良善的俄裔。③ 他还质疑被视为

民族认同第一枪的“歌唱革命”在爱沙尼亚独立中的积极作用，甚至将之贬低为“大众的歇斯底里

（ｍａｓｓ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要求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与爱沙尼亚的对俄关系。 基于反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俄
罗斯对保守人民党的兴趣也大增。 在选举机制下，俄裔选票向保守人民党的流动为三方都创造了

新的政治空间。

六、结 语

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对俄裔的排斥是主体民族的意愿，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国家人格与

民族认同，民族冲突是两国独立后迅速出现的现象。④ 正如学者指出的，两国始终有心理上的不安

全感，缺乏自尊和自信，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⑤ 从更广泛的中东欧来看，拉莫劳克斯（ Ｊｅｒｅ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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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ｍｏｒｅａｕｘ）总结道，俄裔在中东欧邻国被视为威胁的原因有二，一是威胁到主体民族的认同；二是

受母国俄罗斯的庇护。① 这两点为强调自主权和本土性的右翼民粹 － 民族主义政党提供炒作的资

源。 但当前时期，俄罗斯或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捕获”策略使邻国的右翼民粹政党逐渐弱化排俄攻

势。 这也是俄罗斯扩展地区影响的必然结果。 无论是同胞政策还是“俄罗斯世界（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
政策，都表明俄罗斯已逐渐将海外俄裔视为其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一环，改善海外俄裔的身份地

位、化解邻国民粹政治对俄裔的歧视必然也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俄罗斯针对邻国内部政

治的捕获策略起到了良好结果。 基于俄罗斯的例证可以看出，通过各种手段提升本民族在客居国

的地位，一来有助于缓和国家间关系、促进交往；二来有助于在全球民粹保守浪潮的艰难背景下实

现国家利益，是外交中不可忽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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